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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提高重大疫情早发现能力，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

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以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

疾病传播。日本血吸虫病（以下简称“血吸虫病”）

是我国历史上传播范围最广的寄生虫病之一，流

行区遍及长江流域及以南的 12个省份 372个县市

5 102个乡镇。流行范围北至江苏省的宝应县，南

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玉林县，东至上海市的南汇

县，西至云南省的云龙县［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江苏地区的血吸虫病疫情尤为严重，是全国

血吸虫病患者最多的省份，因此江苏成为最早开展

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的地区，其所探索的防疫模式，

为后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防治工作提供了宝贵参

考。为应对血吸虫病，我国曾进行多种药物治疗，

但纵观血吸虫病药物治疗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自

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视角的考察尚显薄弱。本文

透过社会科学视角，聚焦于 20世纪 50—70年代江

苏地区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历史，以期梳理这一重

大传染病药物史的基本脉络。通过考察药物应用

背后“中西医结合”“群防群治”等政治文化观念的

渗透与实践，追溯技术逻辑与文化建构的双重叙

事。包括卫生部门、宣传部门、水利部门等在内的

社会各方力量共同构建一个多层次、跨领域的传染

病防治体系，通过有效的沟通、协调和合作，共同确

保政策的制定既科学合理又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支持和参与［2］。对这一阶段历史经验的挖掘，不

仅有助于补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的记忆图谱，更能

为新时代统筹“健康中国”战略提供跨学科启示，即

在重大疫情防控中，既要重视医学技术的突破创

新，也要关注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协同演进规律，

从而构建起更具韧性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

一、血吸虫病药物治疗的迫切性

血吸虫病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流行史，其巨

大的社会危害不容小觑，血防先驱苏德隆曾用“威

胁六生”（即生命、生产、生活、生长、生育、生趣）来

阐释其危害［1］。据调查统计，江苏省血吸虫病流行

的县市区共计 51个，乡镇 851个，查出患者 25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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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 50—70年代，血吸虫病严重威胁江苏地区的人民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

展。为应对“瘟神”并医治民众，江苏选用酒石酸锑钾、锑-273等化学药物，并辅以中药方法进行

治疗，通过这种中西结合的药物使用模式，江苏血防事业取得显著成效并积累了可贵经验。这

一实践，凸显了党领导下中西药物科学协调的重要性，推动了中药的现代化转型。通过药物创

新和迭代，江苏血吸虫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这为我国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

体系建设提供了实践蓝本，亦为新时代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和防控重大传染病提供了历史借鉴与

现实启示。

关键词：送瘟神；江苏地区；血吸虫病；药物治疗

中图分类号：R-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479（2025）04-390-008
doi：10.7655/NYDXBSSS250086

·· 390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4期 总第129期

2025年8月

人，病牛 6万余头，钉螺面积达 14.5亿平方米［3］。

全省1 500万人生产生活受到威胁，尤其是青壮年劳

动力［4］。毛泽东同志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所描绘

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

正是当时江苏省血吸虫病肆虐情况的真实写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苏州地区，血吸虫

病对当地村庄造成了严重破坏，流行区村落多有

“肚包村、橄榄村、寡妇村”等别称。1949年，苏州市

进行了 35个村的典型调查，这些村落在 1940年前

后尚有 1 507户 5 217人，然而由于血吸虫病的泛

滥，到1949年这些村落人口锐减至496户1 385人，

近千户灭门，幸存者也大多患病，生活困顿，到1950年
前后，苏州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患有血吸虫

病，吴江县平望镇小华港直到1949年，有连续13年未

增一个孩子［5］。1950年5月常熟县水位暴涨，卫滨乡

南范村一带100多名青壮年上滩捕鱼，结果在6—9月
相继暴毙 30多人，镇上棺材被卖完，该村一度成为

“寡妇村”。太仓县血防部门调查了建西村等 6个
自然村，这些村在 1930年共有 195户 1 109人，到

1949年，有674人死于“臌胀病”，91户绝代［6］。太仓

县双凤乡在征兵体检时发现适龄青年血吸虫病患

病率达74%，甚至出现部分地区整乡没有一个适龄

青年参军的情况，驻扎在太仓、昆山等地的解放军

也深受血吸虫病困扰，这直接影响到了兵源补充与

国防建设［5］。昆山县历史上是血吸虫病严重流行

区。据 20世纪 50年代初期统计调查，因反复感染

且未得到及时治疗的病变严重晚期患者人数就有

5万余人。1955年的征兵体检中，应征青年共计

3 427人，其中有2 829人感染了血吸虫病，感染率高

达 82.6%［7］。鉴于如此高的感染率，昆山农村在

1968年前一直免除征兵任务［8］。据统计，昆山历史

患者数占全县人口的 60.5%，到 1949年左右，全县

已有100多个村庄因疫情严重而成为无人村［9］。其

中竹丝滨和土马泾两个自然村，1939年尚有 20户
96人，到 1949年已有 76人死于血吸虫病，8户灭

门［8］。同期还调查了昆山13个村331户1 319人，死

于血吸虫病823人，死绝158户［10］。贫病交迫、土地

荒芜，这真实反映了江苏流行区的情景。

再如南京市高淳县丹湖乡龙潭村，曾是1 000多
人的集镇，因血吸虫病流行导致 14户死绝，其余人

家半死半逃，至 1949年左右仅剩 22户人家。浦口

区五宫村原有 30户 173人，染病死亡 111人，7户死

绝，到1949年全村已找不出三代同堂的人家。江浦

县石佛、九袱两乡 1 929人中患病 1 639人，占比高

达 84.9%。栖霞区摄山乡湖堤村在 1944—1949年
死绝 76户，居民患病率更是高达 98.5%。雨花台区

板桥石巷村 1949年全村 220人，患病 216人，病死

25人，死绝 4户。六合县头戴庄村 1949年全村 113

人染病105人，患病率达93%［11］。经调查，武进县血

吸虫病流行范围遍及52个乡镇，342个行政村，流行

区人口曾占全市总人口的44.24%，其管辖的阳廿六

圩、闸口村、焦家村、老圩埭4个村庄，1949年前约有

250人，到 1949年因血吸虫病感染只剩 80余人，且

多为寡妇、老人［12］。1950年高邮县新民乡洪水漫

滩，导致血吸虫病急性感染暴发，全乡5 257人，其中

急性感染4 019人，感染率达76.45%。流行区急性病

危急，缺乏医疗资源，导致几个月内死亡1 335人，死

绝 45户，病死率高达 33.21%。与新民滩隔河相望

的郭集、车逻、闸河乡等地区，也有群众因去滩上割

草而遭急性感染，死亡236人［13］。这次急性感染事件

造成了运河西堤陈尸十八里的惨状，成为震惊全国

的重大卫生事件。面对严峻的疫病形势，开发并筛

选有效的治疗药物以挽救人民生命成为当务之急。

二、化学药物治疗及特征

20世纪 50—70年代江苏治疗血吸虫病的主要

药物依次为酒石酸锑钾、没食子酸锑钠（锑-273）及
吡喹酮。20世纪50—60年代，全省治疗的药物以酒

石酸锑钾为主，锑-273突破了锑剂不能口服的难

题，且疗效与反应均优于锑钾，故于 1970年全面推

广。到70年代末，吡喹酮问世，其具有疗效好、不良

反应轻微等优点，推广后迅速取代了锑剂类药物。

但酒石酸锑钾和锑-273在江苏血吸虫病药物治疗

过程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一）酒石酸锑钾的应用与优化

酒石酸锑钾是有历史记载的最古老的抗血吸

虫药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605年［14］。该药于1918年
开始用于血吸虫病治疗［15］。在 20世纪 50—60年
代，酒石酸锑钾是江苏应用最为广泛的血防药物，

其疗法历经多次改进：首先试用的是20日疗法等长

程疗法；到1956年，3日疗法为代表的短程疗法被提

出并推广全国；1958—1960年受“血防大跃进”影

响，低于 3日疗程的各类超短程疗法被多地采用；

“血防大跃进”结束后，江苏省重新确立 3日疗法作

为标准疗法。如1950年1月，南京市日本血吸虫病

防治委员会开启了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血吸

虫病防治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指

战员查治血吸虫病，共计检验30万人次，治愈1.5万
人，并为 3万人预防性治疗［11］。其间主要采用的疗

法是酒石酸锑钾静脉注射 14日疗法［16］。1951年，

南京开始使用20日疗法［11］。同年，苏州各级血防站

均采用20日疗法［5］。至1952年，高邮县血防站各组

统一采用20日疗法［13］。经过该时期的实践，江苏省

内初步确立了酒石酸锑钾的 20日疗法，然而该疗

法疗程过长，导致治疗进度明显滞后。以苏州为

例，1951—1955年使用20日疗法共收治41 887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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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一数字仅占全市约80万患者的5%［5］。因此，在保

证治疗效果的同时缩短疗程以加快治疗进度，成为

血防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956年，南京军区总医院陈子达总结 3 000余
例试用 3~4天疗程患者的治疗经验，提出锑剂静脉

注射短程疗法。根据1956年10月底江苏省不完全

统计资料，不同疗程的疗法在治疗过程中均出现

死亡病例：20日疗法治疗了 81 132例，死亡 43例，

死亡率为0.53‰；3日疗法治疗了7 524例，死亡7例，

死亡率为 0.93‰；而 7日疗法治疗了 1 027例，死亡

3例，死亡率为2.91‰［17］。尽管3日疗法亦无法避免

死亡情况，但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安全性相近但

治疗高效的3日疗法最终得到大范围推广。1958—
1960年，受到“血防大跃进”的影响，江苏省多地在

3日疗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压缩治疗时间，简化治疗

程序，该时期陆续出现1日疗法、4小时疗法、1小时

疗法甚至 1针疗法，“边治疗边生产”“边治疗边学

习”“夜间治疗，白日生产”是诸多地区治疗状况的

缩影。但由于超短程疗法不良反应严重，死亡率高

于3日疗法，甚至高出几倍［5］，待“血防大跃进”结束

后，各类超短程疗法基本被摒弃，3日短程疗法被重

新确定为标准疗法，且随着大量应用经验的积累，

在最大限度上达到了效率、疗效与反应的平衡。

但由于酒石酸锑钾药物本身的局限，譬如静脉注

射的场所、器具限制等，其仍难满足对流行区患者

实施普治的需求。1965年昆山血防机构曾测算，

若全县 25万患者均用酒石酸锑钾进行治疗，普治一

轮就需要二十多年［9］。因此，探索更为高效的药物

仍是当务之急。

（二）锑-273的研究与应用

1963年，南京药物研究所合成锑-273，该药为

我国原创的口服锑剂类药物，突破了锑剂无法口服的

重大难题，为20世纪70年代的江苏血防事业做出了

难以替代的贡献。锑-273试制成功后，于 1964年
分别在南京、句容、无锡、宜兴、昆山等地进行临床

试验［18］。该药临床研究由1964年10月在南京市血

吸虫病防治院开始，总结120例患者，即期阴转率可

达 95.9%，4~8个月复查用缓进法治疗 60例阴转率

71.7%，治毕 3个月复查用急进法治疗 52例阴转率

78.8%。1965年10月到1966年6月，江苏省句容县下

蜀公社试用锑-273进行10日疗法治疗患者2 000多
例，整理1 100例分析结果认为该药不良反应小、疗

效好，服药期间可正常劳动［19］。1968年南京药物研

究所和市血防医院研制新剂型成功，锑-273中速片

取代缓解片，中速片崩解效果更好，其 10日疗法

阴转率可达 90.3%［16］。该药自 1964年 10月开始

试用于临床至 1970年，全省累计治疗患者 20万余

例，未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20］。与需要静脉注射

的酒石酸锑钾相比，口服锑剂锑-273更便于患者

自主用药，可显著减轻血防医疗机构的系统负

担。锑-273的成功研究，为全省范围内的普治和复

治创造了条件。自锑-273合成至1970年初，江苏省

积累了15 000多例可供分析的临床资料，经鉴定后

正式投产推广［9］。

1970—1979年，锑-273已成为江苏省内主要的

血防药物。以昆山县为例，1970—1971年，每年治

疗人数均达12万以上，主要使用锑-273［21］。而昆山

县巴城公社，过去是全县流行最严重的公社之一，

1973年初至1976年底共开展了6次大规模治疗，累

计治疗 7 422人次，其中使用锑-273治疗者占比

95.7%。至 1977年春，该公社的人群感染率已下降

了 88.9%，可见锑-273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锑-
273也可引起阿-斯综合征，但概率较酒石酸锑钾更

低。江都等 11个县市用锑-273治疗 131 995例，发

生阿-斯综合征24例，发病率为万分之1.82，远低于

酒石酸锑钾；昆山县的调查则进一步揭示了逐年应

用锑-273治疗过程中阿-斯综合征的发生情况，发

现 1971年 12月至 1972年 4月治疗的 15 000 余例

中，发生 4例，占万分之 2.7，1972年 12月至1973年
9月治疗的 32 000余例中，发生 3例，占万分之 0.9，
1974—1977年治疗的78 000余例中未见发生［9］。可

见通过实践经验的积累，阿-斯综合征发生率会随

之进一步降低。1975年锑-273被载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成为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的首选药物，随后

于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20］。由于锑-273的
推广，治疗进度得以加快，使流行区患者的普治工

作终于成为可能，这推动了江苏省血吸虫病治疗工

作的快速发展。

（三）化学药物治疗的特征

1. 酒石酸锑钾是初期的唯一选择

20世纪50—60年代初期，酒石酸锑钾的应用具

有唯一性，它并非最理想的药物，因为静脉注射给

药不便，剂量大易发生不良反应，剂量小又容易复

发，在用药过程中，患者出现各类不良反应概率较

高，且存在引发阿-斯综合征以及肝肾损伤的风险，

严重时甚至导致患者死亡。但是碍于这一阶段的

科学技术水平、物质生产能力、现实国际形势等综

合因素，无论是急性还是慢性病情，锑钾已是当时

药物的最优选，并无其他更优药物可供选择。例

如苏联新药 333、六氯乙烷、甘蔗锑肠溶片和氨苯

氯烷等，均在少量试用后发现或是疗效不佳或是

不良反应巨大，无推广价值［11］。又曾试图借用日

本经验，以酒石酸锑钠替代酒石酸锑钾以减少不

良反应，但是经过吴江、常熟、无锡、常州等地区防

治机构在 1 304例患者中的观察对比，发现二者在

不良反应和疗效上均无明显区别，没有锑钠代替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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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的必要性［22］。血防科研工作者筛选排查了上万

种样品，最终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只有15种［23］。可

见想快速开发出可用、适用的新药绝非易事。与此

同时，血防工作者不断优化酒石酸锑钾的用量与疗

程，以求在时间与疗效的平衡中寻求最佳解，酒石酸

锑钾的疗法也经历了由不统一到统一、由20日到3日
的改进。可以说，这一时期血防工作者能够将酒石酸

锑钾物尽其用、发挥其最大价值是一项了不起的创

举，为血防事业度过艰难时期提供了有力支持。

2. 锑-273是酒石酸锑钾的全面优化

由于酒石酸锑钾药物自身的局限性，优化疗法

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推广不便、不良反应严重等问

题，无法支持全民防治工作。且由于1960年中苏关

系破裂，迫使我国加速本土替代药物研发，这一过

程也响应了“自力更生”的时代号召。20世纪 60年
代我国自主研发的呋喃丙胺、血防 846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锑钾的使用局限，但真正推动江苏治病大

发展的药物是我国原创的口服锑剂——锑-273。
它与酒石酸锑钾同为含锑化合物，作用机制近似，

但其不良反应更轻、使用更方便的同时疗效亦略优

于锑钾，可以说是对酒石酸锑钾的全面优化，使全

省范围的普治和复治成为可能。自1964年10月开

始试用于临床至1970年，仅在临床试验期间江苏便

用其治疗患者 20万余例［20］。1970年正式推广后，

锑-273取代酒石酸锑钾成为该时期江苏治疗血吸

虫病的主要药物，它深刻改变了治疗血吸虫病的用

药格局，其推广应用使得江苏终于能够实现对流行

区患者的普治，大大降低了血吸虫病患者基数。

1978年，南京药物研究所成功仿制了疗效高、疗

程短、不良反应小的吡喹酮，该药在后续推广中

迅速取代了锑-273等锑剂类药物，与此同时，国

家血防策略亦由以消灭钉螺为主的群众运动转

为药物控制。

三、中药治疗及其贡献

卫生部于 1950年 10月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会

议，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工作方针：面向

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

动相结合［18］。可以确定，中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

瑰宝和重要的医疗卫生资源，其广大的群众基础、

长久的实践经验和治未病的预防理念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卫生工作方针高度契合。

（一）中药的应用

20世纪50年代，江苏中医界积极探索血吸虫病

的治疗方法，一方面深入古籍寻找古方进行辨证应

用，另一方面则依据临床实践不断开发新药材和新

方剂。该时期，中药的治疗方向主要包括杀虫和体

征改善。杀虫方面，既有南瓜子、“藜芦”等植物药，

也有苏州的复方荜澄茄、青浦县的杜吸丸、常州市

的雄黄丸等方剂［24］。但该时期中药杀虫的应用进

展不甚顺利，如 1957年发现中药“藜芦”有效，但后

经鉴定证明这种在江皖沪地区市售的“藜芦”实为

萱草根，其虽可抑制血吸虫体，但治疗效果可逆，且

本身不良反应大，临床应用易中毒导致头痛或视力

减退［25］。1957—1958年，高邮县采用“藜芦蜜丸”这

一方剂治疗 265例血吸虫病并认为具有一定疗效，

1959年春扩大门诊治疗时发生失明与死亡案例，故

停止试用［13］。在改善体征方面，由于锑钾不良反应

较大，体征的改善对一些体质弱的患者以及晚期患

者尤为重要，晚期血吸虫病患者常出现严重腹水、

肝脾肿大等症状，此时先用中药进行调理补养，待

体征改善后再用锑剂治疗更为稳妥。扬州吕同友

提供的祖传秘方龙虎草原方治疗腹水效果显著，但

不良反应较大，后有扬州血防专科医院和江苏江都

宜陵中医血防组分别对其改良剂型，在保证疗效的

前提下有效减少了不良反应［26］。可见在物质条件

相对困难的时代，中药在改善患者体征、提升患者

治疗体验方面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南瓜子和萱草根的有效成分被

明确，分别是南瓜子氨酸和萱草根素，但前者无法

杀死成虫，后者毒性过大，因此均未被用于后续临

床［25］。该时期，中药已少有杀虫应用，多用于晚期

血吸虫患者和并发症患者的体征改善。如昆山县

于1964年应用南瓜蒂炭，认为对血吸虫病一般型腹

水有一定疗效［27］。1965年南京市血防医院对部分晚

期患者采用温补去水丸、瓦楞子丸、复方黄芪等方剂

改善症状，再使用锑剂治疗［16］。至20世纪70年代，中

药继续用于血吸虫病患者的症状改善。如1972年无

锡市防疫站开始采用复方白毛藤治疗晚期肝硬化

腹水的患者［28］。同年，高邮县防疫站使用“缩脾膏”

和“晚血丸”对肝脾肿大的晚期患者进行治疗［29］。

1977年，南京采用四君子汤、柴胡舒肝汤等改善患

者体征等［16］。1978—1980年，武进市使用化瘀汤、

当归养血汤、鳖甲煎丸、胃苓汤、实脾饮等中药治疗

病症复杂的晚期血吸虫病患者［12］。然而在中药的

应用过程中，也曾发生过一些失误的案例。例如，

1970年吴县个别医疗队曾未经过充分科学论证，就

盲目推广枫杨叶汤用于治疗血吸虫病。同年8月，南

京组织部队、机关、学校等 10万多人突击采摘枫杨

树叶，并通过 104辆军用卡车将采集的枫杨树叶送

往苏州地区用于治疗。苏州地区也广泛发动群众

采摘枫杨树叶，甚至从外省采购，使用该汤剂先后

治疗了 6万余人。然而，后经省血防研究所用动物

实验否定了枫杨叶汤的杀虫效果，才停止使用［5］。

此案例深刻反映了在医学领域坚持科学立场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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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药的贡献

1. 中药在血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锑剂的优点与局限性明确，其杀虫效力强但不

良反应剧烈。对于体质较差的患者，使用锑剂之前

可先用中药改善体征，以减轻其不良反应并增强治

疗效果；对于不良反应较为严重的患者，可在用过

锑剂后，再使用中药减轻锑剂的不良反应并巩固

治疗效果。中药的使用有效削减了锑剂的应用风

险，二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考虑时代背景，改革

开放前中国生产力水平不高，民众营养水平较低，

中药因其价廉便利、大众接受度高且应用经验丰

富，成为当时快速改善患者体质以配合锑剂治疗

的最佳选择。这种“中西结合”的策略降低了治疗

风险，减轻了不良反应，提高了患者的治疗体验与

生存质量。

2. 血防事业推进了中药自身的现代化转型

现代医学人才的短缺是当时广泛应用中药的现

实原因。1955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中医师46万，但

掌握现代医学技术的医生数量却只有7万余人。为

应对这一挑战，医疗系统遵循“团结中西医”的方

针，积极吸纳数十万名中医师参与血吸虫病的防治

工作，使得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并应用现代医学技

术。以江苏省血防机构为例，1958年，其医疗人员

中中医师占比高达 80%［30］。他们为血防事业做出

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而中医师对于血防事业的参

与也推进了中药领域自身的现代化转型，中医师在

选择和使用各种中药改善患者体征时，不是仅以阴

阳五行等传统理论为依据，而是更多地参考临床的

数据与实践，这种方法论上的逐步转变在客观上有

利于中药与现代医学的接轨，为中药在现代医学体

系中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先行借鉴。以现代科学技

术的视角验证中药的传统理论与临床应用，用现代

科学实践思维阐释中药的作用机制，方能充分发挥

中药在国家健康战略中的独特优势。

四、药物治疗的成效与启示

（一）治疗成效

20世纪50—70年代，通过党和政府以及流行区

群众的共同努力，伴随着相关药物的应用与迭代，

江苏地区血吸虫病防治取得了显著成就：患者数目

大幅减少、感染率降低、人口增多、生产恢复、经济

转好，流行区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酒石酸锑钾对

于稳定流行区格局、治疗确诊患者、减少感染基数

发挥了巨大作用。1950年2—5月，南京市血吸虫病

防治大队首次为解放军指战员治疗，共治疗 3万余

人，使用药物以酒石酸锑钾为主［16］。1951—1959年，

南京市共查出血吸虫患者 4.89万人，治疗 3.39万
人［11］。1956年，高邮县根据患者病况，采用1%酒石

酸锑钾长程及短程疗法和中药龙虎草等方法治疗

患者 15 670人，占患者总数的 75.4%；1958年，高邮

全年治疗患者 11 083人，其中酒石酸锑钾 3日疗法

治疗 6 060人。据统计，高邮县 1954—1966年共治

疗患者 49 633人次［13］。1960年 2月，苏州地委组织

人员筛查35.7万人，查出血吸虫患者超过6万，治病

4.8万［5］。大批劳动者恢复健康，投身于国家建设。

锑-273对于扩大治疗范围、达成区域的普治和

预防，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1966—1968年，昆

山县千灯公社试用锑-273及血防846治疗血吸虫病

患者约 15 100人次，达成一轮普治；城南公社治疗

患者约 16 000 人次，阳性率由 70%左右下降到

38.5%，治愈患者超过 8 000人［8］。昆山县于 1974—
1977年治疗超过 7.3万人，均未发生阿-斯综合征，

治疗后 3个月阴转率仍达 62.5%~79.7%。1976—
1979年苏州共收治18.4万人，全市患者很快减少到

2.3万人，下降 80%以上，这是苏州市血吸虫病治疗

工作的一项重大突破［5］。武进县 1970年采用锑-
273等药物治疗 17 872人，1971—1972年完成治疗

15 416人次的普治任务，1973—1975年累计治疗

11 996人次，使全县患者减少 94.51%，达到了基本

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12］。高邮县 1970—1976年累

计查出血吸虫患者32 590人，治愈31 560人，患者数

下降96.83%，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流行区面

貌发生巨大变化［13］。南京市1970—1979年累计筛查

404万人次，累计查出血吸虫病患者14.5万人次，其

中晚期和合并症约1万人，累计治疗14.6万人次，其

间治疗方案以锑-273口服疗法为主。至1979年底，

全市患病人数较 1970年的 4万人下降到 1 827人，

下降了 95%，阳性率仅为 1.4%，为南京的历史最

低点［11］。

20世纪 50年代末是江苏省大规模治疗血吸虫

病的高潮，1958年全省采取酒石酸锑钾长、短程疗

法治疗约 71万人，超过过去两年总数的 3倍；截至

1959年累计接受治疗者约 112万人，占查出患者的

95%，其中长程疗法约35万人，占比31%，短程疗法

约72万人，占比64%，中医中药治疗约5万人，占比

4%［31］。1959年，全省普查患者约 1 300万人次，当

年治疗 20.9万人［32］。到了 20世纪 60年代，不再进

行全省范围的大规模防治运动，查病治病只在局部

地区进行；20世纪 70年代开始居民普查成为常态，

每年 1~2次，据统计 1970—1978年共查病 11次，每

年筛查人数在600万~1 000万人，所应用的治疗药物

主要为锑-273，辅以酒石酸锑钾等。到 1978年，江

苏省累计查病 2.5亿多人次，相当于流行地区人口

每人查了 25次；反复治疗了 496万人次，相当于每

个患者治疗 1.94 次，全省患者累计收治率达到

98.69%。在治疗工作的推进下，全省居民阳性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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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17.47%降到了1978年的0.96%，但下降过

程并非一帆风顺，直至70年代才呈现稳定的下降趋

势。全省血吸虫病人数也从累计查出的 2 564 109
人，下降为1978年的106 848人，降幅高达95.8%［9］。

至此，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二）经验启示

1. 党领导血防事业

党的领导是血防事业取得一切成就的前提。

相关药物的探索、抉择与应用都是在党领导下实现

的，药物的快速推广与普及也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

方能实现，党在整个血防事业中的领导作用举足轻

重且不可替代。江苏省血吸虫病的流行范围广且

情况复杂，防治工作艰巨繁重，因此只有在党的统

一领导与协调下，才能把农林、水利、卫生和宣传、

教育等诸多部门协调起来，把广大群众和各方力量

动员与组织起来，把血防工作持续推进，进而取得

并巩固良好的防治效果。全省从省委、省政府到地

方各级党委、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血防工作，把血防

工作提高到事关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

高度来认识，充分发挥各级血防领导小组的作用，

部署和领导全省的血防工作，保证了全省血防工作

深入持久地开展，使全省的血防工作得以开创新局

面，取得巨大的防治成果［7］。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党领导下血

防工作中的群防群治亦是基层健康管理的重要历

史实践。坚持党的领导，是血防工作得以胜利开

展并取得成效的政治保证，是百年来我们党领导

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总结，是过去我

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的深刻启示，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的

基本方略。

2. 药物迭代推进国家血防策略的转向

治疗血吸虫病这一危害深重的寄生虫病，要综

合考虑本国血吸虫病疫情形势、防治进程和目标、

公共卫生体系等。在吡喹酮应用之前，血吸虫病的

防治运动主要采取以灭杀钉螺为主的综合性防治

策略，依靠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

群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物资匮乏的短板。

刚需静脉注射的酒石酸锑钾难以满足普治和预防

的需求，彼时只有确诊患者才会接受药物治疗；待

锑-273投入使用后，口服方便、疗程短的锑-273大
大加速了治病进程，使得流行区患者的普治和预防

成为可能，但此时仍以群众运动为主要对策。而吡

喹酮的仿制成功为药物控制血吸虫病疫情的防治

策略奠定了基础，高效、方便、低风险的药物极大地

降低了预防与治疗成本，此时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为

主的血防形式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药物治疗为主

的血防策略应运而生。科技进步与药物迭代共同

推动了血防策略的演变，其本质是技术系统与社会

系统的共同演化过程。药物的创新迭代不仅是防

治策略转型的物质基础，更是政策选择的结构性约

束条件。当技术系统产生范式突破时，必然引发原

有社会技术网络的解构与重组，推动防治策略从量

变积累转向质变跨越。对于血防策略的选择，药物

是重要的判断依据与物质基础，对药物史的研究有

助于厘清血防政策转向的内在逻辑，提供超越传统

政治经济分析的创新视角。

3. 血防工作应以科学性为基本原则

血吸虫病的防治策略等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

必须以科学为准则。政策作为党和国家为实现特

定时期目标或路线所制定的行动指南，其制定过程

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必须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全面

考量时代背景、政治环境等多重因素。尽管在特定

情境下政策制定的首要原则可能不是科学性，但它

始终应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准则，特别是医疗健康

领域的政策，其制定必须以客观现实为基础。尊重

科学性，方可确保治疗策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正

如前文所述，“血防大跃进”时期贸然推广超短程疗

法、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枫杨树叶事件，都是未能

坚守科学性的例证。即便这些决策背后有着复杂

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仍应作为教训，为今后的政策

制定做出警示。毋庸讳言，血防工作“增强了执政

党应对灾疫事件的处置能力，开创了构建公共卫生

事件应对体系的中国模式”［30］。由此，公共卫生政

策的制定与执行，需要更多学科的广泛参与和多方

利益的平衡，打破制度隔阂，以科学的理论为依据，

实事求是地进行疾病预防和干预。唯有如此，方能

确保公共卫生政策的公信力和可执行性，进而真正

提升疾病防治的能力和水平。

4. 血防事业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

模式

基于各流行区对中西药协调治疗血吸虫病的

实践探索，党领导血防卫生部门在总结当时医药卫

生技术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中西医结合这一

符合国情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药物治疗模式，这成为

血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省积极贯彻执行

了这一治疗模式，并显著推动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的进展。中药在血吸虫病防治中展现的正面疗效，

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同时也促进了乡村医疗体制

的进步，将地方性医疗资源有效纳入卫生防疫体

系。强调中西医结合的实质是将经过实践检验的

地方性中医药知识及土方经验归入“科学”范畴，在

此过程中，传统中医师得以接触现代的医学知识和

医疗常识，部分中医师后来成为了“赤脚医生”，也

为后续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胜利奠定了人才

基础［33］。习近平曾提出，“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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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优势互补”“坚持医防融

合、平急结合、中西医并重”。在血吸虫病的防治实

践中，通过中西药协调治疗，现代科学的方法体系

得以指导本土化的经验、知识和实践，最终促进了

医疗观念的革新与进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

西医结合模式，党和政府在血防实践中增强了重大

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的建设。

总而言之，20世纪 50—70年代江苏省的“送瘟

神”运动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根据各

时期的经济、卫生状况以及疾病的实时态势，分别

选择了合宜的药物来治疗血吸虫病，这不仅对我国

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的构建产生了积极影响，而

且凸显了党的坚强领导、中西医协调合作的重要

性，印证了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治理理念，

为新时代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传染病提供了

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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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drug treatment for schistosomiasi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

ZHOU Ziru，LI Peilin
School of Marxism，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66，China

Abstract：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 schistosomiasis seriously threatened public health， social
stability，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In response to the schistosomiasis and to treat the
affected population，Jiangsu Province has selected chemical drugs such as antimony potassium tartrate and
antimony⁃273，supplemen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thods for treatment. Through this combined
mod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Jiangsu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and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This practice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cientific
coordin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guided by the Party and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ward modernization. Through drug innovation and iteration，the epidemic and
disease conditions in Jiangsu have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is provides a practical mod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system and the maj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reatment
syste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which also offers histor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s for
addressing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sending⁃off the god of plague；Jiangsu Province；schistosomiasis；drug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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